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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學脈對齊桓公的評價─以程頤、 

謝湜與胡安國為核心 

劉德明＊ 

摘 要 

程頤對於宋代儒學有很深的影響，學者多注意其在理學上的重要性。在經學上，

也多僅言其《易》學成就。程頤的《春秋傳》一書雖未完成，但其弟子謝湜、劉絢、

楊時等人也都有《春秋》的相關論著，南宋胡安國也自承其《春秋》學「微詞多以

程氏之說為證」。但因文獻散失的緣故，現今論者最多僅能言及程頤與胡安國兩人的

《春秋》學，而無法論及其中的承續與轉變。本文運用南宋李明復所編的《春秋集

義》一書，利用其中所採錄謝湜之說，將討論焦點集中程頤、謝湜與胡安國三人對

齊桓公的評價，透過對比、分析眾人對齊桓公的即位與傳位、征伐的評說與會盟的

評說三個部份。一方面勾勒出程頤學脈對《春秋》看法的發展軌跡與異同，同時也

反省他們在歷史評價時所展現的問題。 

關鍵詞：程頤、春秋、謝湜、胡安國、齊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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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 Huan of Qi’s Appraisal from Cheng 

Yi’s Sects: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Cheng Yi, Xie Shi and Hu An-Guo 

Liu De-M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eng Yi is a very important scholar in Song Dynasty. He wrote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n Qiu. Unfortunately, the major part of his book was missing, 

most of the scholars are using the Hu An-Guo and Cheng Yi’s books as research basis. 

Moreover, Hu An-Guo admits his ideas was affected by Cheng Yi, especially after Song 

Dynasty, his viewpoint have influenced scholars deeply. Therefore, most of the Chun Qiu 

researchers can only focus on Cheng Yi and Hu An-Guo’s books. This paper based on 

Chun Qiu Ji Yi by using Xie Shi’s standpoint, evaluates Duke Huan of Qi’s personality 

form three points: throne succession, conquest and the league. Thus, to clarify the 

comparisons Chun Qiu viewpoint between the sects of Cheng Yi, at the same time, 

introspect the difficulty and problems on historical appraisal.   

Keywords: Cheng Yi, Chun Qiu, Xie Shi, Hu An-Guo, Duke Huan of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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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學脈對齊桓公的評價─以程頤、 

謝湜與胡安國為核心
＊
 

劉德明 

一、前言 

程頤（1033-1107）對宋代儒學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其對天人性命的看

法，下開朱子之學；他對《周易》的注解，對後世《易》學也有很深遠的影響。程

頤曾想要注解《春秋》，但最終並未能成書，僅止桓公九年冬。1程頤的《春秋傳》

雖未寫完，但其弟子劉絢（1045-1078）、謝湜（？-？）兩人都有對於《春秋》的專

門注解，而被稱為「程氏正宗」的楊時（1053-1135）也著有《春秋說》，由此可見

程門弟子對《春秋》內容實有極高的關注2，但伊川弟子的諸多注解卻因種種因素，

現已均不傳，因此也少有學者對之有專門研究。3這對於研究宋代《春秋》學的發展

                                                 
＊

 本文係科技部研究計畫 MOST 103-2410-H-134-013 部分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主辦之「春秋人物形象之轉變」學術研討會（2015 年 6 月 12 日）。會後又蒙蔣秋華教授惠賜

有關資料，而後再承匿名審查教授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1 關於程頤《春秋傳》的成書及其大致要點請參見：劉德明：〈程伊川「春秋傳」初探〉，《中央大學人

文學報》23（2001.6），頁 41-68。﹝日﹞齋木哲郎：〈程伊川的春秋學〉，收入姜廣輝主編：《經學今

詮四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頁 336-362。葛煥禮：《尊經重義：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

的新《春秋》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第七章：〈程頤的《春秋》學〉」，頁 224-264。 

2 依《經義考》所言，劉絢著有《春秋傳》、楊時則有《春秋說》。《宋史‧藝文志》則記謝湜著有《春

秋義》24 卷，《總義》3 卷。分見清‧朱彝尊撰，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馮曉庭主編：《經義考

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183，頁 3370-3371；元‧脫脫等：《宋史‧藝文志》（北

京：中華書局，1977），卷 202，頁 5061。 

3 關於劉絢、楊時《春秋》的相關研究請參見：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14），其中的第四章「程頤及其門人」部份。劉德明：〈一本偽書的樣態─論《四庫全書總目》

中的《春秋道統》〉，收入張曉生主編：《儒學研究論叢》第 3 輯（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儒學中心，

2010），頁 209-226。但這些研究多限於集佚、版本，對其《春秋》學內容的論述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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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無疑是一種缺憾。因為在宋代《春秋》學中名氣最大、影響後世最深的胡安

國（1074-1138），其《春秋》學也是深受伊川的影響。但之前的相關研究，因受文

獻限制，所以論者主要在對比伊川及胡安國兩人的《春秋》學，從中論其發展的大

要，而較少細緻的觀察由伊川至其弟子，再至於胡安國之說的其中變化。4胡安國除

自言其《春秋》學「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證」外，他與伊川弟子們有頗多的論學交

往5，若能觀察對比由伊川與其弟子至胡安國對《春秋》詮解，當能對此段《春秋》

學的發展有更深的了解。而南宋李明復（1174-1234）所著的《春秋集義》一書正能

補充相關文獻不足的困難。 

關於李明復生平的相關記錄不多6，但其匯集了周敦頤以下十七位宋代儒者的說

法，編成了五十卷的《春秋集義》一書。7關於此書，清代大藏書家陸心源（1838-1894）

說： 

《春秋集義》……所採周子、二程子、張子、范淳夫、謝顯道、楊龜山、侯

思聖、尹和靖、劉質夫、謝持正，胡康侯、呂東萊、胡五峰、李愿中、朱子、

張南軒之說，凡十七家……其書以濂洛為宗，故胡安定之《口義》，孫莘老

                                                 
4 如趙伯雄即言胡安國之說「其以程學為儒學正統的立場至為明顯。」而戴維則論南宋《春秋》學時，

直接標舉「以胡安國為代表的程學系統」。兩人均明言程、胡的學術統脈。分見趙伯雄：《春秋學史》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499；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頁 353。而鄭任釗則有〈程頤《春秋傳》對胡安國《春秋傳》的影響〉一文，對程、胡兩人《春秋》

學大旨有較全面的對比，但其也僅限於程、胡兩人，而沒有論及伊川弟子之說。收入陳義初主編：《二

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顥程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447-456。又康凱淋在其博士論文之第伍章第一節「程門學統與胡安國的經說關係」中，注意到了由

程伊川及其弟子謝湜至胡安國之說的不同，初步論及其間的轉變。見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研

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 191-206。 

5 分見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 14；王立新：

《開創時期的湖湘學派》（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本書的第五章〈胡安國與程門弟

子的交誼〉（頁 138-142），對此有很完整的敘述。 

6 關於李明復的生平請參見聶樹平、趙心憲：〈《春秋集義》作者李明復籍貫略考〉，《四川師範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37：1（2010.1），頁 99-102。 

7 依《宋史‧藝文志》所載李明復著有：「《春秋集義》五十卷，又《集義綱領》二卷。」但現依《四

庫全書總目》依《經義考》所述，認為這兩書原是一書，是「《宋志》誤分為二也」。此外四庫館臣

也指出朱彝尊《經義考》所言本書前有《綱領》二卷為誤記，實應為三卷。故從《永樂大典》中輯

出原書。分見元‧脫脫等：《宋史‧藝文志》，卷 202，頁 5064；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7，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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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解》、《經社要義》，孫明復之《尊王發微》、《春秋總論》，劉公是之《權

衡》、《意林》，崔子方之《本例》、《經解》，王哲之《王綱論》，蘇潁濱之《集

傳》，呂居仁之《集解》，蕭子荊之《辨疑》，雖全書具存，亦皆不採，蓋一

家之學也。8
 

陸氏指出本書在引述前儒之說，是以「濂洛為宗」的標準，也就是《春秋集義》一

書可謂宋代周敦頤以下理學家說《春秋》內容的總匯。在《春秋集義》中，除伊川、

胡安國等人的看法外，也保存了伊川弟子楊時、劉絢、尹焞及謝湜之說，是現今欲

了解程頤一脈說《春秋》的重要文獻。其中徵引謝湜之說最多，計有一千兩百餘條。

雖然一般《春秋》學史中少有人提及謝湜，但其對提倡伊川的《春秋》學實有大功，

因為透過謝湜等人的提倡，伊川的《春秋》學才能順利在蜀中傳播開來。9故本文即

以伊川、謝湜與胡安國三人之說的對比為主。 

在《春秋》諸多內容中，本文之所以集中在對齊桓公的相關評論為主題，是基

於兩點考量：一、在儒學經典中，《春秋》的性質多被歸為外王學，而「王霸之辨」

則是儒學外王學的重點，所以對《春秋》中霸者諸多評論的研究對比，應是十分重

要的課題。二、《論語》與《孟子》兩書雖均論及齊桓公與晉文公，但《春秋》中記

齊桓公之事遠較晉文公更為齊備。10因此本文擬以齊桓公的相關記載為主，對比程

頤、謝湜及胡安國之說，希望由中可以對於程頤學脈的《春秋》學內容與其經典詮

釋有更多的理解。 

 

                                                 
8 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春秋集義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30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3），卷 3，頁 6。 

9 金生揚：〈理學與宋代巴蜀《春秋》學〉，《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5（2006.9），頁

133-138。 

10 關於齊桓公與晉文公的霸業，《春秋》與《左傳》兩書擇取不同，童書業即言：「觀《春秋經》，則

齊桓霸業甚盛，遠過晉文，觀《傳》則晉文勝於齊桓，《左氏》有曲筆矣。」見氏著：《春秋左傳研

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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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齊桓公的即位與傳位 

在《春秋》中關於齊桓公的論述，第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即是小白與公子糾的

長幼問題。依《左傳》所記，公孫無知殺了齊襄公後，無知也旋即被雍稟所殺。此

時在外的公子糾與小白各自要回到齊國即位，齊桓公小白自莒回齊，捷足先登而為

齊君。魯國則派兵保護公子糾回齊，於是與齊軍在乾時作戰。魯軍被打敗後，齊桓

公要求魯國殺了公子糾，並要求送回一直跟隨子糾的召忽及管仲。之後召忽因效忠

公子糾而死，而管仲則因鮑叔牙的建議而成為齊桓公之相。11在程伊川等人的論述

中，他們主要集中在一個核心問題：公子小白是否有成為齊君的正當性？對此，《左

傳》僅敘前後事情而沒有直接說明小白、子糾何人當立。《公羊傳》則說：「其稱子

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12認為子糾的身份較小白尊貴，所以應當

立為齊君。《穀梁傳》則說： 

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

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13
 

認為《春秋》本文在貶斥小白自立為齊君。但其理由與《公羊傳》有點不同，《穀梁

傳》主張齊人原是想立公子糾，小白不但搶了君位，還殺了公子糾，所以《春秋》

「惡之」。14《公羊傳》與《穀梁傳》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公子糾較小白「貴」在何處？

齊人又為何一開始想要立公子糾為君？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對周代傳位制度的理解，二則是公子

糾與小白的長幼問題。關於周代的傳位方式，最為人所知的是「嫡長子繼承制」，即

是由嫡夫人所生之長子來繼承父位。但是若無嫡長子能承繼父位時，則有兩種不同

                                                 
11 此事詳見莊公九年至十年的傳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75-180。 

12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7，頁 164。 

13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5，頁 87。 

14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公羊傳》、《穀梁傳》甚至宋代儒者在說解《春秋》相關經文時，不僅只依照

相關事實予以判斷，他們還考慮了《春秋》經文的用字慣例（即書例）。在實際解釋經典時，事實

與書例兩者常常彼此交互影響，無法完全清楚切割。但本文的焦點主要放在：觀察三傳及宋代理學

家們如何透過其所相信的事實，進而形成判斷褒貶的這一側面。所以在論述時，若非必要，不特別

說明三傳及以後諸儒對於《春秋》字詞書例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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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公羊傳》有：「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說。15而《左傳》

則有：「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與「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說16，綜合《公羊》與《左傳》

兩傳，他們都同意立嫡為最優先的原則，但若無嫡可立時，《公羊傳》「言立妃妾之

貴者之庶子」，《左傳》則主張「立庶子之年長者」17，兩者有所不同。但若只就程

頤等人在討論公子糾與小白的繼位問題時，他們都接受《左傳》中對於傳位原則的

說法：立嫡是最優先，當無嫡可立時，長幼次序便成為傳位先後最主要的考慮點。18

其次，關於公子糾與小白長幼的問題，先秦以來便即有許多典籍載及此事，如《荀

子》即言：「齊桓，五伯之盛者，前事則殺兄而爭國。」19認為公子糾為兄而公子小

白為弟，在繼位長幼有序的情況下，小白不應爭奪齊國之君位，更不應殺兄。公子

糾為兄、小白為弟之說，在許多典籍中都有相同的記載。20可是若依這樣的理路，

齊桓公的君位是由殺兄而來，管仲則是背棄了公子糾而苟活，這對儒家的倫理觀念

是很大的挑戰。所以在《論語》中，子路與子貢分別提出管仲不死與公子小白繼位

                                                 
15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頁 15。 

16 分見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十六年傳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185、1478。 

17 錢玄：《三禮通論‧制度編‧宗法制度》（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441。 

18 雖然印諸周代歷史，錢玄言：「王室和諸侯都沒有嚴格執行這種嫡長子繼承制」。李衡眉則以《左傳》

的相關傳位記載，歸納出有「擇賢、立長、立愛、行私、卜定、外援、攘奪」等七種繼位方式。錢

杭則認為周代確實有嫡長子繼承制，但「在具體條件下，繼位者有時是次子，也有是少子。」而杜

正勝則認為除了嫡長的法則之外，「人為的『立』，立才是繼承法則的必要條件。」分見錢玄：《三

禮通論‧制度編‧宗法制度》，頁 442。李衡眉：《先秦史論集‧先秦繼承制為選擇繼承說》（濟南：

齊魯書社，1999），頁 594-600；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頁 137；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2），頁 417。 

19 周‧荀況，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36。 

20 清‧毛奇齡言：「況糾桓長次，自《春秋三傳》、《史記》、《漢書》外，其見于他書如《莊子》、《荀

子》、《韓非子》、《尹文子》、《越絕書》、《說苑》類，無不曰糾兄桓弟、糾長桓幼。」歷舉諸書都是

相同的記載。對毛氏之說的整理見張崑將：《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臺

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 152-153。招祺麒更列舉漢代之後的杜預、孫覺、高閌、程端學等人，

也都認為是「糾長桓幼」。分見清‧毛奇齡：《四書改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65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頁 12；招祥麒：《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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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宜的問題？21孔子則由桓公、管仲日後能尊王攘夷，「民到于今受其賜」的功

業來回應子路與子貢的疑問。22但在這問答中不免有令人起疑處：孔子是否以日後

功業的大小，回溯判定原初管仲應當如何做為？對於這個問題，在程頤以下的理學

家們有相當多的討論。 

程頤對於齊桓公與公子糾的看法為： 

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

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

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23
 

及： 

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乃不可同世

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

之亂乎？24
 

程頤之說可分為三點：一、《春秋》莊公九年經文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伊川以小白上有「齊」字，而糾上既無「齊」又無「子」字為由，認為孔子以小白

應當為齊君。25二、程頤認為子糾不當立的理由是小白為兄而子糾為弟，所以小白

在繼位上有優先權。三、程頤認為小白既應為齊君，如此一來，管仲事桓公是否為

義的難題即可解決。更可說明孔子並非以事後結果，用以逆推管仲當初應如何做為，

同時管仲也不會變成一個不忠卻有高名的典範。 

程頤對於小白、公子糾長幼的說法，雖然對倫理原則的說明上有優勢，但顯然

                                                 
2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憲問》（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7，頁 153。 

22 關於歷代討論管仲應不應死的問題，請參見胡楚生：〈清初諸儒論「管仲不死子糾」申義〉，收入氏

著：《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25-139。蔣秋華：〈為什麼要逼死管仲〉，

收入何福田主編：《儒家文化與現代化》（臺北：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2015），頁 155-173。 

23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6，頁 387。 

24 本段文字並不見於《二程集》中，而是見於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憲問》，卷 7，

頁 153。 

25 三傳在此年的經文有所不同，《左傳》為「納子糾」，而《公羊》與《穀梁》則為「納糾」。這樣的

差別是原本即不同，抑或是後代傳抄所致，學者看法各有不同。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78。

但程頤顯然是採用《公羊》、《穀梁》的經文，而不採《左傳》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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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於多數相關典籍記載。這是因為程頤之說是基於他對《春秋》書例的解釋及義

理上的考量，而非文獻上的證據。26但程頤的說法，卻普遍為其後學所承續，如楊

時言： 

以齊繫小白，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27
 

謝湜也說： 

糾幼，于次不當立……小白長，于次當立……小白于次當立，其得國正

也。……何以知小白于次當立？曰：管仲之改事桓公也，孔子不以為逆，則

小白以正得位可知矣。以糾正當立，則子糾，管仲之君也；小白，子糾之仇也。

使管仲不死君難而北面事讐，乃臣之不義不忠者也，孔子豈得鄙匹夫之諒而

稱管仲之仁哉！然則孔子所以稱管仲者，以仲之去糾從桓，不失乎義也。28
 

楊時之說全承自程頤，而謝湜則在小白年長當立的斷言上，進一步提出「仲之去糾

從桓，不失乎義」，說明管仲並非不忠，而孔子盛贊管仲必然是因為桓公有繼位的正

當性，明確勾連《論語》與《春秋》的評價。而胡安國則說： 

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公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

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

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

                                                 
26 程頤對「桓長糾幼」之說本身沒有提出明確的文獻證據，程頤以《春秋》書「納糾」及書「齊小白」

認為這是：「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這僅是依《春秋》原文書例，屬於證據力薄弱的「理

據」。後人常言及《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中載薄昭〈與淮南王長書〉言：「昔者，周公誅管叔、

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的證據，應是胡安國先言，而後朱熹在《四書或問‧論

語或問》中明確提出。朱子言：「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

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

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又在〈答潘恭叔〉中回答潘友恭問程子之說是否可信時，言：「荀卿

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可見朱熹雖從倫理價值的

角度同意程伊川之說，但他也認為薄昭之言並沒有很強的文獻證據。分見漢‧班固：《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1964），卷 44，頁 2139；宋‧朱熹：《四書或問》，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

《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82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22 冊，卷 50，頁 2304。 

27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卷 13，頁 3。 

28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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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29
 

胡安國一方面提出《漢書》中「齊桓殺其弟」之說，稍稍補充程頤之說在文獻上的

弱點，另一方面則說管仲的選擇不只是消極的「不失乎義」，而且還是積極的「徙義」，

並進而批評召忽之死則是「傷勇」。但是無論如何，以上這些說法，都是建立在「桓

長糾幼」的判斷上。 

程頤以至於胡安國等人的說法有兩個層面的論述：就史實的考證層面而言，「桓

長糾幼」之說僅建立在薄昭〈與淮南王長書〉，而不顧《荀子》以下諸多典藉的記載，

實在沒有很好的證據力，毛奇齡批評伊川之說「不讀《春秋》，不考本事，並不查周

秦以後論列文字，公然顛倒曰桓公兄、子糾弟，名為補救而實所以入夫子之罪。」30

亦非過苛之論。但在這種情形下，為何程頤等人仍要堅持這個說法？這就牽涉到更

深層的價值判斷問題。程頤等人之所以要合理化齊桓公、管仲的行為，是因他們考

慮到若孔子盛贊齊桓、管仲之功，若僅是由事功成就著眼，而不顧及在過程中是否

違反了重要的倫理原則。那麼這可能會陷入一個理論後果：一切倫理原則將都可以

因結果有利而被推翻，也可能會因各種不同的後果考量而被任意改動。如此一來，

世間就沒有什麼必須值得遵守的準則了。為了避免陷入這樣的困境，所以他們堅持

桓公繼位有合法性，管仲也是依理而行。31如此一來，攘夷之功也不會建立在不道

德的手段上，孔子對管仲「如其仁」的評價也能得到合理的說解。32也就是說，伊

川等人在解經時，最優先考量的是其是否合乎倫理價值，而對文獻證據的要求則較

為寬鬆。所以四庫館臣對他們「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空談臆斷，考證必

疏」的批評，確有其見地。33因為，程頤等人的說法也未必是唯一可能的解釋，這

                                                 
29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8，頁 101。 

30 清‧毛奇齡：《四書改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65 冊，卷 1，頁 13。 

31 宋鼎宗批評胡安國《春秋》學有「稱美而踰情實」的缺點時，即以小白、糾的長幼判斷為例。見宋

鼎宗：《春秋胡氏學》（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 290-291。 

32 伊川、朱熹等人又以「仁心」與「仁之功」這一對概念，用以說明孔子言管仲「如其仁」。關於這

其間的問題，請參見劉德明：〈「王霸之辨」在《春秋》解經中的運用與反省─以朱熹及張洽的觀

點為核心〉，《中正漢學研究》27（2016.6），頁 121-123。 

33 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頁 1。「空談臆斷，考證必疏」兩句原是指「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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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也可以用其他的態度或說法來面對。如同是宋代的蘇轍即從《春秋》記「納

子糾，齊小白入于齊」而言： 

凡當立者不言納與入……言納與入，非當立者也。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庶

弟而爭國，故子糾言納，而小白言入……不稱公子，皆將為君也。34
 

認為子糾與小白兩人都沒有成為齊君的正當性，因為兩人都是齊襄公之庶弟。若是

如此，就不必糾纏於兄弟排行的問題，更與齊桓公的霸業評價不必相關，並非為值

得爭論的問題。而顧炎武則言：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

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

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又謂桓兄糾

弟，此亦強為之說。夫子之意，以披髮左衽之禍尤重於忘君事讎也。35
 

顧炎武運用了儒學中本有的「經／權」概念，說明在「夷夏之防」與「君臣之分」

兩種倫理價值同時呈現時，「夷夏之防」應是優先於「君臣之分」的價值，而孔子對

管仲「如其仁」的評價正是彰顯「以天下為心」的價值次序。36這都是可以說解的

方式，不必一定要依從伊川等人之說。 

但程頤等人相信：君主傳位應遵從長幼次序，這是十分重要的倫理原則，孔子

絕不可能對違反此一原則者給予好評。這種對傳位秩序的堅持，就某種意義來說或

是一種「客觀精神」的展現。因為諸侯王室的成員雖然為一家庭，但這個家庭中的

                                                                                                                                      
德、嘉靖以後」學者的解經缺失，但這種學術路向，在伊川以下的解經中即可見端倪。 

34 宋‧蘇轍：《春秋集解》，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 3 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卷 3，頁 38。其後又言：「夫子糾、小白，皆以庶弟爭國，未知孰宜為君也。」卷 3，頁 39。承審

查者提示，若能將伊川等人的看法與宋代其他《春秋》學家相對比，當更能凸顯其特色。故本文主

要將之以蘇轍的《春秋集解》為對比，因為蘇轍的《春秋集解》「專主《左傳》敘事」，與前文論述

伊川等人解經特色有明顯差異。關於蘇轍《春秋集解》的特質，參見張高評：〈蘇轍《春秋集解》

與以史傳經〉，收入氏著：《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頁 375-417。 

35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7，頁 412-413。 

36 顧炎武此說的理路頗得後人的支持，如呂留良言：「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為域中第

一事者……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論功名也。」俞樾亦說「天之生管仲，使之匡天下也。天何私

於齊而為齊生管仲哉？」所以「孔子之言，官天下者也」而「程子之言，家天下者也。」見程樹德：

《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29，頁 991-992 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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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同時也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固定的傳位制度「獨顯一政治上客觀而有定常之意

義，故其義用不同於庶民之家。」37也因其有制度上「客觀精神」的意義，所以一

旦違反了長幼的傳位次序，縱使有暫時之功，但從更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其功業

也必然無法維持。其中最好的例子即是齊桓公死後，齊國隨即發生諸子爭國，桓公

的霸業也因之快速消散。依《春秋》所記，魯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

小白卒。」38其死後，雖立公子無虧，但於僖公十八年正月即發生「宋公、曹伯、

衛人、邾人伐齊。」宋襄公伐齊欲立齊孝公。在三月時，齊人殺了無虧而將立孝公。

但齊國內部乃為其餘四公子之徒所掌控，所以「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

師敗績。」齊孝公終於在宋襄公的協助下，成為齊君。對於無虧與孝公爭位之事，《左

傳》僅敘述事件前後發展，並沒有特別的義說。《公羊傳》僅在魯僖公十八年宋伐齊

下言：「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穀

梁傳》則說：「非伐喪也」、「言及，惡宋也。」39《公羊傳》與《穀梁傳》說法不同，

但都聚焦在宋襄公是否應該在伐齊的問題上，並不涉及齊桓公傳位正當性與否的問

題。而謝湜卻認為宋襄公之所以伐齊是因為： 

桓公卒，國嗣未正，公子無虧長、孝公幼，宋襄伐齊立孝公，非正也。伐人

之喪，立非其正，非義也。40
 

宋襄公伐喪非義之說承自《穀梁傳》，而為立孝公而伐齊之說則承自《左傳》。但謝

湜所謂「無虧長、孝公幼」，所以宋襄公此伐為「非正」的看法，則是在三傳之外另

起的說法。其實謝湜此說是由程頤而來，因為程頤對《春秋》「五月，戊寅，宋師及

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的說解為：「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

                                                 
37 牟宗三：《歷史哲學》，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9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9。牟

宗三在文中主要針對的是王室及「傳子不傳弟」而言，沒有論及諸侯國及長幼傳位的問題，此處雖

是筆者借用宗三的概念言之，但意義應是相通的。 

38 《左傳》則記「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與《春秋》所記不同。依楊伯峻引先秦諸多典籍，齊桓

公實際死於十月，但因易牙、寺人貂掌權，主公子無虧的緣故，所以到十二月才赴告。楊伯峻：《春

秋左傳注》，頁 375-376。 

39 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1，頁 277；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

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8，頁 158-159。 

40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22，頁 1。 



劉德明：程頤學脈對齊桓公的評價─以程頤、謝湜與胡安國為核心 

 

13 

矣。」41認為《春秋》中以書「及」字來表示宋襄公此次伐齊為非，而其理由即是

無虧長而孝公幼。程頤之說除了影響謝湜外，胡安國也同樣接受了這個看法： 

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

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

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

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42
 

由上文明顯可見胡安國的說法是承自伊川、謝湜。除此之外，胡安國也以自問自答

的方式回應了一個質疑：依《左傳》的紀錄，齊桓公曾「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為大子」43，如此一來，宋襄公為使孝公即位，起兵伐齊又有何不可？如蘇轍對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即言：「納孝公也。不言納與入，孝公，齊之世

子也。言納與入，嫌於不當立也。」44認為既然齊桓公與管仲已立孝公為太子，所

以宋襄公等人護送孝公回齊，並無不當之處，傅隸樸即言：「宋襄公之伐，乃在定齊

之亂，非為乘喪侵略或報怨的行為，有何可非？」45若是如此，該受貶斥的應是拒

孝公於國門之外的四公子之徒。但胡安國認為桓公一開始即不宜將孝公立為太子，

因為這先破壞了長幼的客觀倫理次序。他認為不論是天子或是諸侯都不能違反這個

原則，否則大禍即會旋踵而至。 

由此看來，程頤、謝湜與胡安國等人，除了十分堅持的實際倫理規條外，他們

也相信手段過程與目的兩者不能截然畫分，所以齊桓公必然是合理的繼承者，由此

管仲也才有改從桓公的正當性，而這又與其後的功業相連，孔子的稱許必定符合這

種準則。也因此，自程頤、楊時、謝湜至胡安國等人，都僅基於極薄弱的文獻證據

而有「桓長糾幼」的說法。就事實的角度而言，他們相信史事必然符合其心中所認

定的孔子價值世界。從更長遠的眼光而論，他們也同樣相信，若行事不符合這些準

則，在歷史上縱使獲得一時的成功，但長久而言不免終至於亂。也因為如此，自程

                                                 
41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頁 1112。 

42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2，頁 174。 

4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74。 

44 宋‧蘇轍：《春秋集解》，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 3 冊，卷 5，頁 63。 

45 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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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以下的理學家，常以至高至善的理則來評論齊桓公征伐等作為，並認為這是齊桓

公霸業終不足法的一個理由。 

三、關於齊桓公征伐的評說 

齊桓公霸業的建立，很大一部份是因其有「攘夷」之功。童書業言：「齊桓始霸

之時，不僅楚漸強而北進，戎狄亦甚為縱橫，《公羊傳》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

不絕若線』（僖四年）者是也。」在此華夏勢力衰微，周天子又無力自保之際，「齊

桓『攘夷』之功，以抑制戎狄為盛。」46這也是孔子盛贊齊桓、管仲「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的原因。職是之故，《春秋》對於齊桓公的征伐多有載記。就總體

來看，三傳對於齊桓公之征伐，或為攘夷，或為代王命專征等事，均予以好評，吳

連堂在綜觀《公羊傳》及《穀梁傳》對齊桓公的評價後言：「明見其尊王、攘夷之功，

二者為霸者最重要之職分；再如宣王命，繼絕存亡，代天子征伐，齊桓都能順時作

為。」47其中雖對「伐衛」、「取鄣」、「滅項」、「救邢」、「齊人執陳袁濤塗」、「城楚

丘」等事有貶責之意48，但正如周何所言：「當春秋之時，諸侯力征，王道不行，得

霸主而天下少征戰，亦人民之福也」，所以「於齊桓，則固多稱美之辭。」49
 

理學家則對孟子「王霸之辨」的理論有頗多的發揮處，其主要承續了《孟子》：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及「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摟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50等看法，進而對於齊桓公的諸多行事有不同於三傳的批評。以莊

                                                 
46 分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頁 50、51。 

47 吳連堂：〈《公羊》、《穀梁》二傳中之霸者析論〉，《正修學報》20（2007.11），頁 276。 

48 見吳連堂：〈《公羊》、《穀梁》二傳中之霸者析論〉，頁 277；吳智雄：《穀梁傳思想析論》（臺北：文

津出版社，2000），頁 274-276。 

49 周何：〈「春秋」三傳尊桓論〉，《國立編譯館館刊》27：2（1998.12），頁 1。方朝暉則言：「《左傳》

記齊桓九合諸侯，遠不如記晉文之霸詳細：對齊桓公的人品多有譏誚之處，而對管仲之則稱贊有加。」

但「《左傳》中有大量齊桓公卒後他人贊揚齊桓公功德的言論。這與《左傳》對齊桓公生前之事記

之甚略形成對照。」見氏著：《春秋左傳人物譜》（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 85、87。 

5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卷 1，頁 207。《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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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年《春秋》記「冬，齊人伐戎」為例，三傳均沒有釋義，但謝湜在此則下說： 

桓公務廣土地、服諸侯，以强齊國而已。故滅譚、滅遂以益封疆，伐宋、伐

郳、伐鄭、伐魯以振威力。至于荊入蔡、戎侵魯，未嘗以救難之師一過而問

焉。乃至十年之久，然後起而伐戎，將何以服四夷强中國哉？《春秋》書齊

人伐戎，而桓公討戎之不力，由此見矣。51
 

戎為外族，歷來常成為華夏邊害。若依「攘夷」之義，此次齊桓公能伐戎理當褒揚。

但謝湜在此卻著重在桓公即位十年中，多用力於擴展的國力，而對於戎、楚之害未

曾用心，所以謝湜認為《春秋》記此是在貶斥「桓公討戎之不力」。但若對照謝湜對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的解釋卻為：「山戎病燕，齊越千里出兵伐之，得攘戎之

義也。」52即認為此次齊桓公之伐山戎於理為正。兩者前後對比，謝湜的說法不禁

讓人心生疑惑：從《春秋》的書記形式來看，「齊人伐戎」與「齊人伐山戎」兩者形

式全然相同，為何會生出一貶一褒截然不同的評價？胡安國對莊公三十年「齊人伐

山戎」的解釋則為：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

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

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

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

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

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也。53
 

胡安國的看法可歸納為三點：一、《春秋》中記為「齊人」，通常表示齊軍「將卑師

少」，這是因為齊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並不是貶斥齊國的意思。54二、但

                                                                                                                                      
梁惠王章句上》，卷 12，頁 343。關於宋代王霸之辨的起源及變化，請參見夏長樸：《李覯與王安石

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頁 283-288。 

51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5，頁 2。 

52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6，頁 18。 

53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9，頁 131-132。另在莊公二十年《春秋》「冬，齊

人伐戎」條下，胡安國沒有任何解釋，故無從得知其看法為何。 

54 見對莊公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的解釋，胡安國言：「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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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稱「齊人」則不同於往例，是在貶斥齊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55三、齊為

救燕而獨自北伐山戎，本應受到褒揚，但在此之所以貶斥齊桓公，是想用以勸戒後

世君主，莫因專心致力於開疆拓土，而使人民陷於困窘。綜合謝、胡兩人分別對於

齊桓公征伐外族而均予以惡評的理由來看，很容易讓人有「欲加之罪」的感覺。尤

其是莊公三十年齊桓公伐山戎是為了保護燕國，而不是為了「爭不毛之地」。齊桓公

此次出征，魯國本答應一同前往，最後卻僅有口惠而實際沒有派兵，而致使齊國獨

力前往作戰。56《史記》也認為齊桓公此次的義舉，而使得「燕君復修召公之政，

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57一舉收服了諸侯之心，這更與胡

安國所言相差甚遠。 

謝湜等人對於齊桓公類似苛責並不止於這兩事，如在莊公十七年，《春秋》記有

「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兩事。《左傳》認為：「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杜預補充說鄭詹為執政大臣，而主張與齊為敵，所以被齊所執，而後

鄭詹不顧身份而私逃出齊，所以「書逃以賤之。」58《公羊傳》與《穀梁傳》雖然

沒有述及鄭詹為何被執，但分別言「書甚佞」、「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與「人者，

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逃義曰逃」也都一致認為《春秋》都是在貶斥鄭詹59，

並對齊桓公無所批評。但謝湜等人的說解，卻與三傳大為不同。 

首先，謝湜認為齊桓公不應執鄭詹： 

同盟之後，齊侯疑鄭而執詹，齊侯食幽之盟也。齊侯不以至信待邦國也，霸

者不足以服人之心，于此見矣……春秋之亂，諸侯擅作刑威，以強陵弱而執

                                                                                                                                      
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並批評：「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見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頁 108。 

55 《公羊傳》對此也認為在此稱「齊人」為貶，因為「操之為已蹙」。與胡安國的理由有些不同。見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9，頁 211-212。 

56 關於齊桓公伐山戎前後及相關問題，請參見彭華：〈齊桓公伐戎救燕及其相關問題─以經史為雙

重審查視角〉，《黑龍江社會科學》136（2013.1），頁 149-153。 

57 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36），卷 32，頁 1488。 

58 分見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卷 9，頁 293、294。 

59 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7，頁 180-181；晉‧范寧集解，唐‧楊士

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5，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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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執人之臣者有之。60
 

謝湜的解釋完全將重點轉至批評齊桓公，認為桓公不應如此對待盟國大臣。謝湜指

出鄭詹之所以不服齊，實是因為齊桓公「不足以服人之心」。並進一步指責齊桓公如

此的作為，正是春秋時期亂源之始。謝湜對於「鄭詹自齊逃來」則說： 

詹以國卿見執，不能辯是非明曲直，以解國憂。乃若匹夫避難奔逃，臣子事

君，不可奪之節掃地盡矣。《春秋》以逋竊待之，而謂之逃，賤之也。《榖梁》

謂逃義曰逃，以詹義當死節而竊去也。力不足以勝人久矣，以力劫人者，可

以暫安，不可以久固。可以暫得，不可以久屈。61
 

於此可以清楚看到，謝湜一方面承續《穀梁傳》「逃義曰逃」的說法，指責鄭詹不應

不顧鄭國大臣的身份而私逃；另一方面則是延續前文的主調，繼續指責齊桓公以威

勢欺人，並進一步認為齊桓公這種方式是「不可以久固」。謝湜指責齊桓公之說其實

是建立在齊、鄭同盟的條件下，但我們若查核齊、鄭之間的關係，恐怕不是如謝湜

所說的那樣。 

莊公十五年春齊、宋與鄭伯會於鄄。但在同年秋天時，鄭人即侵伐宋國。所以

莊公十六年夏，宋人與齊、衛伐鄭。同年秋天，楚國也伐鄭。這使鄭國受到了不小

的壓力，也因此才在此年冬天與齊、宋等國同盟於幽。也就是說鄭與齊、宋的關係

並不穩固，而且是鄭先行背棄了盟約。大約也因為如此，所以三傳均一致責備鄭詹

而非責齊。因此謝湜之說，就相關史料來看，說服力十分薄弱。胡安國應該也看到

了這點，所以他說： 

書「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

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

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62
 

胡安國認為鄭詹為鄭執政大臣，其使鄭侵宋又與齊為敵，最後被齊所執，就道理而

言「其見執宜矣」。但胡安國接下來話鋒一轉，認為鄭詹雖有被執之道，而《春秋》

                                                 
60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4，頁 14。 

61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4，頁 14。 

62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8，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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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惡齊」的原因在於：《春秋》期待齊桓公能盡道盡仁，但齊桓公在現實上卻沒

能做到這個境界，致使《春秋》對齊桓公有所批評。 

由此可見，程頤等人對於齊桓公的相關記載，往往以極高的標準來評論，這致使

他們在面對三傳種種不同說解時，往往會傾向選擇批評齊桓公的說法，而不願採取

對桓公較為寬容的態度。用胡安國的話來說，這即是「《春秋》責備賢者」之義。63

如其對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與「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的說解即是如此。對於此事，依《左傳》所記，因狄入侵邢，

齊、宋、曹三國組成聯軍救邢，軍隊至聶北駐紮等待時機。之後出兵救邢驅逐了狄

人，並將邢國的器用收集起來，進而協助邢人在夷儀重新築城。《左傳》並認為：「諸

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杜預也說《春秋》是「善

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深具攘夷救夏之功。64可是程頤卻不這麼看，他說：「齊

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65程

頤認為齊國既然組成龐大的聯軍，就不應該只駐留聶北以求阻遏狄人，因而致使邢

國被滅。也就是說，程頤認為《春秋》此則在貶斥齊國攘夷不力。程頤此說是承《公

羊傳》之說發展而來66，程頤的弟子謝湜更將這樣的說法進一步推展為： 

以三國師眾之盛，可以攻狄而攘之矣。次于聶北而後進焉，則其救邢緩而不

急也。救難如救溺，緩而不急，則失救之道矣，邢之受禍，如在水火之中也。

三國次于境上，至于六月不進，而狄無退心。師至其國，則邢人已為兵刃之

血矣。故邢迫危亡，以至遷于夷儀。邢之遷，三國緩師之過也……書次、書

遷以著其惡。67
 

                                                 
63 胡安國在僖公二十八年的注中提出：「《春秋》有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的原則，這很能凸顯伊

川至胡安國等人的共同傾向。見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3，頁 192。此即

宋鼎宗認為胡安國有「摘瑕而傷鍥刻」之失。見氏著：《春秋胡氏學》，頁 275。 

64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12，頁 368。 

65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卷 4，頁 1111。 

66 《公羊傳》的解釋為：「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

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見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0，頁 232-233。 

67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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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湜認為齊帥三國之師救邢本為義行，但因只駐兵不動，束手觀戎侵邢，以致邢被

迫遷於夷儀，這都是「三國緩師之過」。而《春秋》接連記「次」、「遷」，都在於強

調齊桓公驅戎救危不力。程頤、謝湜的批評主要是建立在：對《春秋》書「次」書

法用例的理解，以及對「救邢」至「遷于夷儀」的原因判斷上。但從《春秋》前後

紀錄來看，閔公元年狄人即曾伐邢，齊即出兵救邢。閔公二年十二月，狄人又入侵

衛國，齊國派公子無虧前往協助衛國。相隔一月，狄人又回頭侵邢。齊人在三年內

兩次救邢，閔公元年的「齊人救邢」，連謝湜都認為是「齊救邢，大國之義也。」68

在僖公元年時，齊國又怎麼可能故意駐兵不前，坐看邢被狄人滅國？又從《左傳》

的相關紀錄來看，正月時三國聯軍已經「救邢」，但為免邢日後常被戎人侵擾，所以

在六月時齊、宋三國幫助邢遷至夷儀，並為其築城，以求更能抵抗狄人。也因如此，

所以《左傳》才會說齊軍「無私」、「救患」。謝湜所謂「三國次于境上，至于六月不

進。」至狄人入邢後，方才協助邢人遷至夷儀而築城，根本是望文生義的說法。69至

於透過《春秋》書「次」的「義例」來貶斥桓公也不見得很有說服力，因為《春秋》

中書「次」有各種不同的情況，杜預對此已有明晰的說明： 

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

例也。此時狄人尚強，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

在事前。70
 

可見單憑《春秋》書「次」並不能成為貶齊的鐵證，杜預認為齊軍之所以不直接攻

擊完全是基於軍事上的原因，而書「次」則僅在記錄實際的情況而已。總的來看，

不論就前後史事及《春秋》書例而言，此次救邢之舉實無可貶責之處。對此，胡安

國則將之修正為： 

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

                                                 
68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7，頁 2。 

69 就連責齊不及事的《公羊傳》都沒有這樣理解，其言邢被戎人所滅，但並沒有認為是因為齊師次於

聶北六月所致。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0，頁 232-233。 

70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11，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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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71
 

胡安國知道謝湜所謂「六月不進」的說法，印諸相關史事是不可信的，所以他承認

《春秋》書「邢遷于夷儀」是「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72但他參考了杜預

對「次」的說解，進而提出了另一種更細密的區分，他將「次」分為兩種：一種是

「伐而書次」，另一種則是「救而書次」。他說這兩種「次」一褒一貶，用法不同，

仍試圖在書法用例上找到「次於聶北」是表示譏貶的根據。胡安國之所以不嫌苛細

煩瑣的論述，在於一方面要兼顧史事，另一方面則在「次」的書例解說上，也較程

頤、謝湜更為細密合理。但就大的方向來看，其仍想沿續著程頤、謝湜「責備賢者」

的思路，批評齊桓公「救邢之不速」，認為《春秋》在此是對齊桓公有所不滿。 

以上幾個例子來看，程頤、謝湜與胡安國等人，或因擔心齊桓公行事而形成壞的

示範作用，或認為齊桓公所為有所不足，或透過細密的《春秋》用例分析，最終要

證成論述《春秋》對齊桓公是有所不滿的，並以「責備賢者」來說明為何要如此。73

這種評價方式，與《公羊傳》及《穀梁傳》之說大異其趣，因為《公羊傳》及《穀

梁傳》雖也有對齊桓公的某些行為有所批評，但其同時亦有「為賢者諱」的原則，

如對僖公十七年「滅項」一事，《公羊傳》言：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桓

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74
 

《穀梁傳》亦言：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75
 

以上兩傳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都認為《春秋》是基於齊桓公有功於華夏諸國，所

                                                 
71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1，頁 145-146。 

72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1，頁 146。 

73 這其間與《孟子》對五霸嚴厲的批評有關，關於《春秋》與孟子對於齊桓公等人的「人格典範」的

看法問題，請參見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

頁 44-50。 

74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1，頁 276。 

75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8，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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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算是滅了項國是件大惡之事，也必須為之隱諱，所以不明言齊滅項。76事實上，

《春秋》中為齊桓公諱書其惡並非僅此一例，周何即言：「三傳闡釋《春秋》為賢者

諱者……桓公之外，固未見有若此致意之厚且深者。」77也就是說，三傳對齊桓公

相關行事的評價態度，與程頤、謝湜與胡安國等人，實有極大的不同。從這方面來

看，程頤等人是在齊桓公的行事中尋其不足處，進而論述若是王者應如何行事，企

圖描繪出更高遠的理想行事準則。伊川等人對齊桓公基本採取批評的態度，在宋代

《春秋》學家中是很有特色，如蘇轍在其《春秋集解》中對「次于聶北」、「齊伐戎」、

「齊伐山戎」等事均無異辭，其至讚揚桓公救邢是「師無私焉」。78至於「齊人執鄭

詹」一事，則是判定鄭詹有罪及《春秋》「賤之」。79蘇轍並在《古史》中說：「山戎

伐燕，桓公為燕伐山戎，至孤竹。」認為桓公伐山戎並非是因為「好功武」，而實是

為了救燕。並盛贊桓公與管仲能「抑強暴、扶寡弱，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

勝，不求苟得。」80這與伊川等人「責備賢者」的批評態度，有極大的不同。其實

以「責備賢者」自勉，或許問題不大，但若用於責人或為一種歷史評斷，則容易陷

於深刻。這種評述方式不斷深化的結果，很可能會產生如四庫館臣所言： 

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

周。名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

                                                 
76 《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不同，認為滅項的是魯國，而非齊國。程頤、謝湜與胡安國也都

認為項非齊所滅。分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71、373；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

氏經說》，頁 1112；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21，頁 17；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

胡氏傳》，卷 12，頁 173-174。 

77 周何：〈《春秋》三傳尊桓論〉，頁 4。 

78 宋‧蘇轍：《春秋集解》，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 3 冊，卷 5，頁 53。蘇轍這個

評價是沿用了《左傳》的說法。 

79 蘇轍認為「諸候之尊執一大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稱行人，非其罪也；不稱行人，罪之也。」因

「齊人執鄭詹」經文中，鄭詹不書行人，所以蘇轍認為是貶斥鄭詹。而「鄭詹自齊逃來」是「逃遁

自免，故不書奔，而書『逃來』，賤之也。」宋‧蘇轍：《春秋集解》，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

蘇全書》第 3 冊，卷 3，頁 42。 

80 分見宋‧蘇轍：《古史》，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 3-4 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卷 9，頁 461；卷 25，頁 149。關於齊桓公伐山戎一事，蘇遜言：「山戎病燕，故桓公伐之，非不義

也。」與其父蘇轍之義相通。見《古史》，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 4 冊，卷 25，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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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窒礙而難行。81
 

印諸伊川等人對於「齊人伐山戎」、「次于聶北」、與「齊人執鄭詹」等事的詮解，可

以發現其批評往往不是根據詳實的歷史記錄，而或由推測而認為齊桓公「不務德，

勤兵遠伐」，責其「諸侯擅作刑威」、「討戎不力」。這樣以存心是否完全純粹良善，

並要求一步到位而能天下太平的評論方式，確實是程頤啟其端，而謝湜衍其流。而

程頤的這種說法，則明顯是傳承《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的說法。82縱使胡安

國更重視史料而有部份的糾正，但其仍然無法扭轉伊川學派所開啟的這種詮釋方式

在極致發展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四、對齊桓公會盟的評說 

齊桓公主政時期，積極與各諸侯會盟，而有「九合諸侯」之說。對這些多次的

會盟，三傳多予以好評，如《公羊傳》及《穀梁傳》分別有「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及「桓明雖內與，不日，信也」的說法，認為《春秋》不書會盟之日，

用以表示諸侯對齊桓公的誠信待人十分信任，用以推崇齊桓公透過會盟而有合諸侯、

尊天子之功。83孔子亦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84給予極高的評價。相較之下，程頤至胡安國對齊桓公的諸多盟會的說解就

複雜許多，尤其是對昭陵之盟及首止之盟的討論，是很有啟發性的。 

在齊桓公的霸業中，僖公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81 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89，頁 1173。雖然此為四庫館臣評胡寅所撰《讀史管見》

的文字，並非專指程頤等人之說，但其理路是一致的。 

8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公孫丑上》，頁 228。程頤則在〈上仁宗皇帝書〉中引用這

個典故，勸勉仁宗「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見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

卷 5，頁 514。 

83 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7，頁 176；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

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5，頁 92。相關論述參見吳智雄：《穀梁傳思想析論》，頁 267-269；周

何：〈「春秋」三傳尊桓論〉，頁 4-5。 

84 程樹德：《論語集釋》，卷 29，頁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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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並於當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是十分重要的成就。關於桓公此次先侵蔡後伐楚，之後完成召陵之盟，《左

傳》多集中在敘事，沒有特別的評價。《公羊傳》則集中在對「潰」及「次」的解說，

並認為《春秋》記此事為「喜服楚也。」認為「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

此為王者之事也。」85《穀梁傳》則說侵蔡是「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稱贊桓公行事得宜。至於屈完代表楚國盟於召陵，則言屈完「得志乎桓公……以桓

公得志為僅矣。」認為算是勉強完成了齊桓公阻楚的意圖，也呈現出「楚之難服」

的現實狀況。86總的來說，三傳對於桓公此次率領諸侯遠征蔡、楚，並與楚國立盟，

幾無惡評，最多是認為齊國並沒能完全降服楚國，並未完全達到目標。對此，程頤

言： 

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

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也。是以正而揜其譎……齊桓公伐

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揜其譎。87
 

程頤對齊桓公由侵蔡而終至伐楚，做了一個綜合判斷：桓公以伐楚尊王為號，這個

行事目標是「正」，但其存心及手段則都是「譎」。程頤的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

他將「正／譎」與「行事／存心」兩組概念相互比配，並將此引入用以解說桓公伐

楚之事。二、雖孔子曾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88將齊桓、晉文

相互對比，歷來解《春秋》者，通常也將重點放在晉文公「譎而不正」。但在此，程

頤的重點不在談齊桓公的「正」，而是多言其存心之「譎」。所以不論從字面或內容

上看來，程頤之說是與孔子的意思並不一致。89
 

                                                 
85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0，頁 249。 

86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7，頁 134。 

87 宋‧朱熹：《論孟精義》，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7 冊，卷 7 下，頁 484-485。 

8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憲問》，卷 7，頁 153。 

89 馬融言：「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雖將「正而不譎」

的評價與伐楚相連，但其以鄭玄言：「譎，詐也」來理解，認為桓公正而不詐，與伊川之說不同。

而劉正浩則認為就此事而言，齊桓與管仲「所做的都是詭譎不正的，所說的都是誇大欺人的。」就

伐楚之事而言，劉氏與伊川的評價相近，因而劉正浩認為孔子「正而不譎」的評語，當應非指侵蔡

伐楚一事。由此都可見伊川此說與《論語》之意有別。分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卷 29，頁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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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但程頤這個評說的影響很大，如楊時說：「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固

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尹焞（1061-1132）也說：「責包茅不入、

昭王不反，亦謂假仁以行其霸。」90而謝湜言： 

其伐楚也，兵不速進，而次止于陘。桓公伐楚，正也。假攻蔡以伐楚，不正

也。霸者不純乎王，雖義事，其心不免乎譎，故蔡書侵、伐楚書遂，罪其師

行之不由道也。91
 

凡此種種的說法，基本上都是順著程頤所定下的評議方向而發，認為齊桓公以攻蔡

來掩藏欲伐楚的真正意圖，其事雖為義行，但其行事則為詐道。縱使謝湜認為： 

非齊迫之也，楚人自服而來，故書來盟……兵不血刃，師不輿尸，干戈一舉

而荊蠻稽顙受盟，其惠安中國之功大矣。……中國得免左衽之患者，豈非桓

公之力乎！92
 

召陵之盟的意義非凡，但由於桓公此次行動，一來以詭道侵蔡伐楚，二來又不是真

心尊王，所以評齊桓公為「行正而心譎」，強調「存心」良正與否在價值意義上的重

要性，可說是伊川以下諸人的基調。但正如上文所述，《論語》中對桓公的評論為「正

而不譎」，這與伊川「行正而心譎」之說確實有所差異。所以胡安國對這次伐楚的看

法為： 

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

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

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

善，茍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序其績也。93
 

                                                                                                                                      
劉正浩：〈「齊桓公正而不譎」考〉，收入氏著：《左海鉤沈》（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7），頁

129。 

90 分見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9，頁 2-3。 

91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9，頁 3。 

92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9，頁 8。 

93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1，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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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繹這段文字可以發現：一、胡安國說「侵蔡者，奇也」，便捨棄了「譎」字，而用

「奇」字，即為奇兵的意思。就侵蔡作為伐楚的手段而言，其未必是負評。二、胡

安國引進了另一個新的問題：「《春秋》無義戰。」94進而大談伐楚雖師出有名，但

齊桓公卻沒有請命於周天子，違反了君臣之分，所以《春秋》在此是「譏其專」。三、

胡安國雖沒有明確的從「存心」上去論「正／譎」，但由《春秋》「樂與人為善，茍

志于善斯善之矣」的說法，似乎認為齊桓公此行的存心是「志于於善」，也因如此，

所以《春秋》才會「序其績」。總的來說，胡安國放棄了程頤等人「心譎」之說，因

此避開與孔子「正而不譎」說的衝突，但其仍不願承認齊桓公所行完全無可批評。

所以他一方面讚許召陵之盟為齊桓公之功，但另一方面還是從尊王的角度對齊桓公

有所批評。這與蘇轍評述召陵之盟是「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

為功也」的評價差距極大。95
 

若要在《春秋集義》中，找到謝湜、胡安國兩人都一致推許齊桓公的會盟之事，

非首止之盟莫屬。依《春秋》所記，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各國之所以要在首止先與王世子相會而後舉行諸侯會盟，是因為周惠王雖已立太子

鄭（即周襄王），但周惠王卻又想改立王子帶為太子。齊桓公於是率諸侯先與太子鄭

在葵丘相見，之後諸侯會盟，共保太子鄭的地位。而周惠王則在會盟前，派孔宰周

公告訴鄭文公：「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欲令鄭國與楚、晉結合，

對抗齊桓公等諸侯國，於是鄭文公在首止會盟前即「逃歸」。96
  

                                                 
9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下》，卷 14，頁 364。 

95 宋‧蘇轍：《春秋集解》，卷 5，頁 55。陳念先則認為蘇轍對此事的評價「有刻意美化桓公之嫌」，

這又與蘇轍「是霸思想」的態度有關。見陳念先：《蘇轍《春秋集解》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頁 233-234。 

96 關於此事前後，依《左傳》所載敘述。另：鄭文公逃歸後事情並未結束，僖公六年夏，諸侯便起兵

攻鄭。僖公七年春，齊又伐鄭，鄭於是殺了申侯來討好齊國，並與齊國會盟。此年閏十二月周惠王

崩，但太子鄭畏懼王子帶的勢力，所以「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於是，齊在僖公八年，與王人、

宋公、衛侯等諸侯國盟於洮，共表效忠襄王，「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周襄王即位後，於僖公十一年，

王子帶又與揚、拒等戎「同伐京師」，秦與晉國出兵救周。僖公二十四年，王子帶又「以狄師伐周，

太敗周師」，致使「天王出居于鄭」。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發兵，協助周襄王「入于王城。取太叔

于溫，殺之于隰城。」太子鄭與王子帶的爭鬥，才正式告一段落。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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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傳中，《左傳》除了敘述此事的前後發展外，只簡短的說首止之會為「謀寧

周」，算是讚許齊桓公之行。《公羊傳》則一反常態，沒有解釋其中的褒貶對錯，而

說：「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也。」並引魯子：「蓋不以寡犯眾」說明鄭伯不盟逃歸。

但這些都只浮泛的說明字詞的意思，令讀者無法分辨鄭「不以寡犯眾」，到底是聰明

的堅持還是懦弱的逃避？97《穀梁傳》則言： 

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

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

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

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

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

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98
 

《穀梁傳》認為齊桓公本應朝周惠王而非朝太子鄭，而太子鄭也不應受齊等諸侯之

朝。但此次會是「變之正」，因為太子鄭與齊、宋等會盟是「世子含王命會齊桓」，

所以尊王世子如同尊天王。這樣的敘述與《左傳》有一極大的差異：《左傳》中太子

鄭與齊、宋相會，本是要對抗周惠王與王子帶，怎麼會變成「世子含王命」？《穀

梁傳》此段史實的敘述與後文相關紀錄齟齬處多，可信度低，由此而生的評價也很

值得懷疑。但《穀梁傳》之說，主要想解消周惠王與太子鄭、齊桓公等對立的問題。

此事之所以難以評說，主要是因為若從「尊王」的觀點來看，齊桓公等諸侯不但未

遵從周惠王的安排，而且還起兵征伐聽從惠王的鄭國，齊桓公此盟等於是直接挑戰

周惠王。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周惠王偏愛王子帶而欲廢太子鄭，本即違背正常的傳

位原則，所以也可以從守禮的角度讚揚齊桓公。對於此事，連宋代的孫復、孫覺與

                                                                                                                                      
305-306、313、319、320-321、338、426、431-432。 

97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0，頁 253-254。《公羊傳》經文為「諸侯盟于

首戴。」而何休等人對《公羊傳》的傳文也有進一步的說解，認為「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

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

善。」且不論何休對史事的理解有無錯誤，但其意似與《公羊傳》之意未必能完全密合。 

98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7，頁 136-138。另：《公羊傳》及《穀梁傳》

經文都作「諸侯盟于首戴。」現為敘述方便，都將之稱為「首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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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敞的看法也都南轅北轍，各有立場。99
 

對此，程頤說：「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100與《公羊傳》相似，只說

太子鄭身份尊貴，與諸侯不同，而沒有進一步說明褒貶。但謝湜與胡安國對《春秋》

中這兩段紀錄的評價則相當一致：謝湜認為「《春秋》會盟未有善于此者」，而胡安

國則言：「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兩人對於首止之盟都給予最高的評價。雖是如

此，兩人所持的理由則有些不同：謝湜認為雖然齊桓公「會于首止而不能入見于周，

桓公無尊周之實。」但太子鄭是「天王之貳」，所以此次會盟的意義是： 

齊桓假仁義以尊王室，故雖與世子、周公為會，然尊貴世子、周公，不敢與

盟，以崇大義也。尊王室以崇大義，翼戴天子以示大順，人心所同欲，故稱

諸侯。101
 

謝湜並沒有明言其是否依《左傳》的史事來理解、判斷此事，但從後文「鄭文公從

夷棄夏，以畏楚之心背盟竊歸」來看，謝湜似乎是放在「夷／夏」的框架中來理解

此盟，採取了類似《穀梁傳》的說法而迴避前文所論的問題。胡安國則採用了《左

傳》的史事而說： 

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

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

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

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102
 

認為齊桓公雖然違反了周惠王之命，但這是因為周惠王本身的決定是錯的，所以對

                                                 
99 孫復認為《春秋》「不與威致王世子」、「重威之惡」；孫覺則認為齊桓公與王世子會是「臣禮亡矣」

「齊桓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而劉敞卻認為齊桓公此會使「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

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分見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19 冊（臺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9），卷 5，頁 6；宋‧孫覺：《春秋經解》，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

部第 14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頁 14；宋‧劉敞：《春秋劉氏傳》，收入《通

志堂經解》第 19 冊，卷 5，頁 7。 

100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頁 1112。 

101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 19，頁 19。 

102 宋‧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1，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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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並無貶義。相反的，齊桓公在此時能衡量時局，維持長幼有序的繼位原則。

這不但保障了父子君臣的倫理次序，同時也維持住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價值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國引「微管仲」之語，並不是讚賞齊桓公與管仲在現實上抵禦

了楚或戎的入侵，而是將所謂的「夏／夷」區辨歸結於對君主傳位次序等的人倫價

值體系，認為這才是夷夏區別的核心。 

五、結語 

由以上諸多例子來看，程頤、謝湜及胡安國等人對於齊桓公的評價，不但其內

部有所不同，相較於三傳更是增添了許多內容，若再與蘇轍之說對比，更可呈現其

獨特之處。對此，我們有幾點結論： 

一、程頤許多對於《春秋》的看法，日後常成為謝湜、胡安國的論述重心，如

在對齊桓公及公子糾長幼的問題、次於聶北的評價、桓公侵蔡伐楚的正譎等問題上，

都可見其後學基本上都是延續著伊川所定的論題與方向進一步開展而成。而程頤的

看法也不是全無所由，他有許多說法也是上承三傳而來。如其言「伐喪非義」、「逃

義曰歸」即是承《穀梁傳》立說，而將「次于聶北」的「次」解為「不及事」則是

根據《公羊傳》的說法。但程頤之說往往是由齊桓公失德之處立論，並且在相關的

討論中，十分注重所持原則的合理與否，認為原則與結果兩者，不應也不能截然畫

分，因為一旦失去了對原則的堅持，縱使有一時之功，但長遠來看，卻往往造成更

大的悲劇。而這也成為他們詮解《春秋》的共同基本立場。 

二、若說程頤之說是開其端，則謝湜則是衍其流。謝湜的看法常常是上承程頤

而進一步的論述發展，但謝湜也往往受限於其對書例說解的單一化，所以他的評述

常有無法顧及相關史事，而有過度推衍之弊，如責鄭詹自齊逃來是齊桓公「擅作刑

威」、言齊軍次於聶北六月、評鄭文公不盟是因為懼楚。凡此種種的評說，或即是因

為太過於重視義理的發揮，以致於在史事上便容易顧此失彼。故四庫館臣對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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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有「臆斷」等缺失的批評，這在謝湜身上展現的最為明顯。相較於謝湜之說，

胡安國的看法便周全了許多。其除了對《春秋》中的書例有更細密的區判外，他還

同時在兼顧史料的考量下，並能承繼著程頤的看法。整體來看，謝湜說解《春秋》

時，是以承續程頤對儒學義理的發揮為首務，而胡安國則同時還考慮了史實的側面。

此外，由其對首止之盟的說解，可見胡安國較三傳、程頤、謝湜等人更勇於面對兩

難的倫理衝突，以其對儒學義理的理解，做出明確的說明。由此來看，胡安國的《春

秋傳》日後之所以能產生極大的影響，實因能在書例、史事及儒學義理三個方面有

較佳的結合，進以發揮《春秋》大義，確實較程頤、謝湜有殊勝之處。 

三、「責備賢者」評價方式的展現：程頤等人對於齊桓公的相關行為，總是「人

人責以孔、顏、思、孟」的方式，認為其有未盡完美之處。所以他們不取《公羊傳》、

《穀梁傳》「為賢者諱」的態度，反而每每兼採三傳中對齊桓公負評的角度，並從其

存心處、可能產生的缺失處加以批評。若將其與蘇轍的解釋相較，這樣的傾向就更

加明顯，如就伐山戎、執鄭詹及召陵之盟等事而言，蘇轍的說法無疑是較寬容的，

也更能讓人在史事中得見霸者的用心及其難得處。程頤等人所持「務別是非」的態

度，或許是因深信天理並將之用於論斷歷史之事所產生出的必然結果：因為歷史現

實裡的人物，幾乎不可能將天理完美的呈現出來。以盡善盡美的角度，總可找出任

何人所不足及可批評之處，也因此他們對齊桓公的評斷常常呈顯出嚴苛的態度。 

四、程頤等理學家帶入了不少《論語》、《孟子》的概念用以實際詮解《春秋》，

這讓日後《春秋》學增加了許多討論的視角。如以「經／權」討論北杏之會、以「譎

／正」評定召陵之盟的過程。雖然在這過程中，未必每次都能成功的說明其間的問

題，如以「譎／正」與「存心／行事」相互搭配用以說召陵之盟，程頤及其後學雖

都選取這個詮釋方向，但這種說法有其內在的問題，所以胡安國便放棄了這樣的思

路，而另改他說。 

最後則是關於程頤等人所堅持不變的倫理準則問題：從桓公與公子糾的長幼判

定、對桓公卒後宋襄公伐喪與首止之盟的評價，我們可以發現貫串在其中有一個重

要的倫理原則：繼位要長幼有序。程頤等人十分堅持這個倫理次序，胡安國甚至用

「經／權」的概念來說解，為何齊桓公可以暫時不尊周惠王之命，而必須聯合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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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保太子鄭。也就是說程頤等人認定繼位必須長幼有序這種經驗性的倫理規則，就

某種意義來說已是天理在現世的具體展現，不容有任何改動，也超越其他的倫理準

則，也可以說是他們對政治客觀精神的展現的一種信念。但印諸史事，「繼位必須長

幼有序」其實並非是周代絕不可變的傳位原則。而且更進一步來看，隨著歷史的變

遷，亦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長幼有序的繼位制度也未必是後代儒者普遍認

可必須要遵守的客觀政治原則。在這種情況下，程頤等人的堅持看來確為不合時宜。

但在這些討論中所呈現的困境是：天理落實到現實中，其必然是以特定的倫理準則

呈現，但人們又怎麼能確定那些倫理準則是具有永恆不變的價值？那些又是可隨時

而變的？這就不單只是程頤等人的困境，這同時也是所有想對歷史做出永恆價值判

斷者所必須要面對與說明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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